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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戈路波的铜鼓研究

——兼议东山青铜文化的几个问题

唐嘉弘

编者按：戈路波是越南“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30～40年代铜鼓研究的

权威。他对越南北部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史颇有研究。

中国先秦史、民族史权威唐嘉弘教授的这一篇论文以铜鼓为引，研究了大

陆的不少文化因素传入东南亚(通过桂南沿海)的史实。

(一)

在中国历史上，早在二千多年前已经间接或直接地对于铜鼓有所记述，或

进行铸造。欧洲和日本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有少数学者注意铜鼓问题。

关于国外的研究情况。凌纯声先生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记台大

二铜鼓兼论铜鼓的起源及其分布》中，有较详介绍，值得参考。

从田野考古出土遗物看，云南楚雄万家坝和祥云大波那发现的铜鼓似为世

界上最早的铜鼓。据同出遗存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五世纪。石寨山

滇墓中发现的八面铜鼓，当属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遗物。史籍上的记

载比出土物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是铜鼓的故乡。在东

南亚一些地区发现的铜鼓，时间上均晚于中国。

研究铜鼓的欧洲学者专家之中，当以费郎兹·黑格尔(France Heger 或译黑

智尔)，颇有修养和水平。他是奥匈帝国王家博物馆人类学民族学部主任，1884

年在维也纳铜鼓展览会中始见铜鼓，后来不断搜购和拓、照所能见到的世界各

地公私所藏铜鼓，《西清古鉴》中的十四具铜鼓亦在其中，总计由他所掌握的铜

鼓(实物、拓片、照片等)约有一百七十具之多。经过他细致的比较、分析、研

究，乃于 1902 年刊行《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专著。凌纯声认为这本著作是：“研

究铜鼓的空前巨著，对于铜鼓型式的分类及花纹的解剖尤有独到之处”，“且于



东南亚图形艺术，亦有极大的贡献”。日本鸟居龙藏评价：“此书苟存，余书大

可不要。”当然，从现在我国历史学和考古学许多学者对铜鼓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来看，黑格尔的巨著中也有不少可供商榷和尚待订正之处；只是从历史发展的

角度和当时的条件来看，此书确实具有划时代意义，是铜鼓研究史上的高质量

著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学者研究铜鼓的论文，不断刊行。当时法属越

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是世界研究铜鼓的重要基地，人们对亚洲远东各地相继

出土的铜鼓，作了大量研究工作。

远东学院的研究员戈路波(V．Goloubew，或译戈露波、戈鹭波)是那个时期

铜鼓研究学者当中的佼佼者。学术界许多人认为他是继黑格尔之后最有权威的

学者。

1929 年，戈路波刊行其名著《东京及安南北部青铜器的年代》(云南省博物

馆及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民族考古译文集》(1985 年)(1)译作《东京和安

南北部的青铜时代》刘雪红、杨保筠译)。本文对戈路波关于青铜文化研究的评

议，主要材料即据此译文。

1932 年，戈路波在越南东京河内第一届国际远东史前学会宣读论文一篇，

题为《金属鼓的起源及其流布》，文中的基本观点认为铜鼓表面的花纹与汉代青

铜器物的纹样相似，而与铜镜尤绝为类同；铜鼓的起源在东京南部及安南北部，

当地山居的印度支那人在纪元初受来自中国的工匠影响，因而铸造和发达。上

述主要观点中的前者，应当说是很有见识的正确的；而后者所谈起源地显然不

仅自相矛盾，且有以偏概全之嫌。

在铜鼓研究历史上，自 1929 年戈路波的名著发表以后，东南亚的铜鼓文化

在一些学者之中．相沿称为东山文化，以最早发掘地点命名该类型的文化。应

当看到，越南清化省东山村发掘的文化遗存之中，除了青铜器物的铜鼓之外，

还有青铜剑、青铜斧等，也出土一点早期的铁制器物，还发现不少石器和陶器

等等。因此，“东山文化”概念的内含不能认为仅仅是“铜鼓文化”，不能与“铜

鼓文化”等同起来。

(二)

法国远东学院 1924 年在越南清化东山村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发掘工作，领



导人是巴诺，工作曾几度中断，一直进行到 1929 年，前后共经六个年头。

墓葬中的出土遗物有铜鼓、铜镜、铜剑、铜斧钺、多青铜容器、青铜带钩、

青铜铃铛、首饰、极少数的铁制武器、陶器、陶珠、玉和其他材料的耳坠、钱

币等等。

出土物中显然有一些是汉王朝的各色人士直接传入的，如其中的半两钱及

大批五铢钱、纯粹汉代风格的铜镜、扁壶、铜盂、王莽时期的钱币、甲胄残片、

手工制的陶器等等。一些铜鼓的整体和纹饰、工艺技术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华

夏——汉文化圈的因素和影响。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墓葬里发现大量石制工具器物，戈路波认为：“与青铜

同时发现带有新石器时代特征的石器”，这一现象“令人困惑”。实际上，几个

历史时代文化共存的现象，是许多社区里常见的正常现象，并不值得引起人们

困惑。这类复杂现象在田野考古遗存中出现，它既是文化传播交流的正常现象，

也足以说明土著社会人们共同体的发展水乎。毫无疑问，人们不会把石器从远

方带到当地，这些石器当然是土著社会传统的和流行的生产生活用具。正如戈

路波所分析的：“我们研究的是相当原始的文化，其冶金技术是由一个外来民族

带入的。它的发展方式，就像嫁接的枝条”。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十分妥善

的见解。

铜鼓的发源地及传播中心，在铜鼓研究中一直是学者专家们瞩目的重大问

题，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了十位数以上的不同见解。戈路波提出的

起源地观点，有一定的影响．曾被一些学者所接受，因而更有必要加以重视，

提出商榷。

中国作为古代亚洲甚至世界最大的一脉相传的文明古国，在其传统的优越

的“天人合一”、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调控之下，对于人类和世界文明作

出了辉煌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参见拙作《民族传统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爱国主

义教育的深层次反思》，《史学月刊》1995 年 1 期)。中国作为世界人类的一个文

化中心的地位，在古今中外学人当中已经达成共识。作为文化中心．肯定会不

断发生传播行为，向周边以至更远的地区和民族放出辐射的光束。

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和十分丰富的文献史籍，强有力地雄辩地论证了我

在上面提出的观点，我在八十年代初期所写《论黄河文明》等文曾有阐释，这



里不再赘述。

中国新石器时代绚丽多彩的各种类型文化，不仅在江、淮、河、济进行广

泛的交流。渗透融合；周边地区也同样是这类情况和势态。高山、大川和海洋，

并不能阻隔简单的陆上和水上交通工具。不能禁断华夏及其他各地各族的经济、

文化的广泛来往。夏、商、西周“天下”的“共主”政体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既有其过去的深厚的历史积淀，也注定了必然的未来的鹏程万里。华夏——汉

文化圈的辐射随着时光的转移，不断扩大其直径与范围。中原文化的核心——

黄河文明日益在亚洲以至世界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铜鼓文化的传播情况正

是这类历史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

戈路波论证铜鼓起源地时，非常重视鸟及其纹饰，和水上船行情况，将此

等现象归结为印度尼西亚人重要事物。如果从世界和亚洲考察，这些事物带有

普遍性，各地各族大都存在类似情况，并非“仅此一家”的“专利品”。中国史

籍的“四夷”列传——最为丰富的古代民族志宝库，记述了许多类似史料，不

少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对此是熟悉的，不必赘述。二十多年前我曾经提出应当分

清戎、狄、夷、蛮等共同体及其增殖裂变后的共名(泛称)、专名、自称和他称，

这个问题在探索使用铜鼓的民族时，显得十分必要。在这许多共同体中往往能

看到所谓鸟图腾或羽人、羽舞等与鸟有关的现象。差不多有水流河湖的民族都

有行船竞渡或有关的水上活动现象。共同体长期形成的风习，在相同的自然环

境与相似的发展阶段，往往不谋而合，不期而遇。就是在北中国的黄河流域，

戈路波强调的上述那些“特殊”现象，在文献史籍中也是很容易见到的。如果

把我们的视野放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将会发现所渭的个性事物，往往是具有一

般性的共性事物。

我曾经引用《诗经》、《山海经》等史籍和大量古代民族的材料(如日本鸟居

龙藏《苗族调查报告》的“南音”等)以及有关考古资料，论证铜鼓起源地及其

传播中心(详见《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8 月)。至今我

仍然认为那些论点和论据还难于找到有力的反证。戈路波的不少学术见解，正

可以进一步印证或旁证我的基本观点．虽然他的初衷并非如此。有充分根据和

理由，说明最早的铜鼓是源于中国，它是华夏錞于和土鼓综合创制衍生的产物。

戈路波认为：印度尼西亚人部落是向中国人学习后才开始从事工业活动的，



因为正是中国人教会他们使用金属，把他们的乐器和用易腐材料制成的日常生

活用具改制为饰纹丰富的青铜制品。戈路波在此加了一则较注的注释：铜鼓肯

定是仿造木制用具(按此点与我以尊提出的皮鼓在南方易潮从而影响音量、音质

类似)。我们曾说蒙古巫术鼓都饰有图案(按此乃沙满所用法器)，印度支那半岛

的印度尼西亚人早就可能存在与蒙古巫术鼓同类的用具。另一方面在我们谈到

的铜鼓中有一部分几何纹细部，特别是在纹晕中间图形排列的严格顺序方面，

明显地受到中国的影响。毫无疑问在铜鼓的刻花鼓面和汉朝金属镜的图案设计

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据此注释我以为上述现象的出现，很有可能是由于印

支半岛最早的铜鼓是由中国技工直接或间接铸造的，这应是合符逻辑的解释。

凌纯声先生的《铜鼓图文与楚辞九歌》是颇有新意的文章，他用《楚辞·九

歌》和现代民族学资料，解释铜鼓上的纹饰，具有许多创见，发前人所未发。

从局部问题看，确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他的基本结论是：铜鼓是起源于

长江中游的云梦大泽及其四周之地．为古代印度尼西亚人，中国史书称之为“濮

越”或“僚越”所创制．时代应在纪元之前，可能早至第六世纪。这些主要论

点，我还不敢苟同。

首先，所谓“濮越”或“僚越”是否印度尼西亚人还须要进行有说服力的

论证。显然，“濮越”或“僚越”乃一些共同体的泛称．不像是一个民族的专名。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周边民族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称呼有一个逐步确

切和逐步固定的过程。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泛称、个称、他称。如果从时

代不同迁徙异地去考察，名号就更复杂了。

其次，长江中游的云梦大泽及其四周，不宜作为铜鼓文化的发源地。云梦

大泽有一个逐步开发的过程；它的地望也有长江北岸及长江南岸的分歧：钱宾

四先生曾经专门论证其具体地望，及当时的自然景观，应当作为认定云梦大泽

的重要参考资料。春秋时代以后大泽及其四周才在楚国强大的背景下得以陆续

的繁荣发达。这一地区的铜鼓文化是晚起的事物，是受到中原——黄河中下游

地区文明的影响以后才出现的。徐中舒教授和我合写《錞于与铜鼓》以及拙作

《铜鼓和苗族》有较详论证，此不赘述。“礼失而求诸野”，南中国的铜鼓文化，

“青出于兰，而胜于兰”。

应当指出，凌纯声先生的见解在世界范围铜鼓研究的学者之中，有些还是



比较接近于历史实际的。

(三)

戈路波对东山青铜文化的几件具体事物的认识，也值得商榷。

1924 年巴诺在东山村打开的一座墓穴中，发现一“汉代铜剑”(I、19570-

河内博物馆编号)，剑身完整，剑体表面有长菱形图案，剑鞘缕刻精致纹饰，剑

刃双面斜磨。剑长 0.60 米，宽 0.04 米。

戈路波认为：中国古董商人一般把这类古剑作为周朝的遗物，但看来其中

大部分可能都不会早于秦代。戈氏似乎以为两周不大可能会有这一类型的铜剑，

他还提到一类斯基泰——西伯利亚型匕首。戈氏的结论，实大有问题。当然，

近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发掘不少周代铜剑，他当时不可能看到，不应苛求于他。

但是。铜剑出现于殷周之际，确是信而有征，西周史册上也早已有所记载。春

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青铜利剑，驰名遐尔，不必多说。周武王伐纣之时，青铜剑

已成为十分重要的名贵的武器。

《逸周书·克殷》记载：“(武王)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

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牧野之战，殷纣王前徒倒戈，武王战胜后，以“轻

吕”击杀纣王。晋人孔晁注：“轻吕，剑名”。曾经有一些先秦史著述中怀疑此

注，不相信当时已经用剑或出现铜剑，事实证明，只可作为大胆怀疑罢了。越

国名剑“湛卢”是古史上常常谈到的“利兵”、“神剑”。《汉书·匈奴传》记载：

匈奴“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洒”。在长达一千多年时间之中，古史所记的“轻

吕”、“湛卢”、“径路”音义一致，决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吧。三者实为不同时地

的一词异译异写。此词在阿尔泰突厥语系中，指一种双刃短刀(按应似今西北藏

族常用匕首)，剑和宽刃刀。在这件不大不小的事物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南北中国以至中西之间、长城内外各地各族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

巴诺先后在东山村发现不少斧钺，戈路波把它们订为工具或兵器。戈氏据

河内铜鼓上的图形，以多种具体方式复原如何安装和使用这些斧头，是可贵的

尝试和重要资料，有所创获，有所贡献。

戈路波在研究中，却忽略了从石器时代以来使用斧钺的漫长历史，以及它

在某些特定场合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权威意义；从而未能如实反映铜鼓文化

的政治作用与巫术作用。二者在浅演民族中往往合二而一。斧钺有时不仅仅是



一般的工具或兵器。

《司马法》记载：“夏执玄钺，殷执白戚，周左杖黄钺，左秉白髦”。《逸周

书》上记述武王以黄钺斩殷纣王，与夏王朝贵族手执玄钺意义一样。不是一般

的武器，而是具有民族象征和特殊意义的，类似民族学上的“权杖”。《说文》：

“钺(按同越)，斧也”，二者在早先未严格区分。《六韬》记载：“大柯斧重八斤，

一名天钺”。

甲骨文和金文上的钺，是一象形字，形体变化，均大同而小异，有的钺两

刃角似靴尖上翘，有的平直，有的两刃角并不对称．长端上伸的似靴尖，其短

端较平者类似靴跟，颇与现代考古界所发现的靴形镀相同。

钺在蒙古语里称为“速克”(Shue、Suke 或译“速胡”)，二者有密切关系，

从语音学看。大概是长读．短读，轻读与重读的分别，存留或丢失尾音的区别。

《元朝秘史》记载：“速克”，傍译“斧子”。《华夷译语·器用门》记载：“斧”

作“速克”。这几个词的音义基本一致，当为阿尔泰语系民族与汉语系民族文化

交流渗透的现象。

古代铜为“美金”，与平民所用“恶金”的铁，有等级身份的差异。铜鼓在

各有关民族中更是上层人士的专利品，是他们富有、高贵和权威的象征。下举

数例，以见一斑。

《隋书·地理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

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都老”即“大老”，是他们最大的首领，是铜鼓的主人，铜鼓是他作“大

老”的必备条件。

《新唐书·南蛮传》：“赏有功者以牛、马、铜鼓。”

《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上》：“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

《大平寰字记·雅州风俗》：“俗信妖巫，击铜鼓以祈祷。”

古代及浅演民族把战争与祭祀作为社会头等大事，铜鼓在这些活动中占了

十分重要的地位。

《明史·刘显传》：“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

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巅，群蛮毕集。”

南中国的渚多民族，甚至赋予铜鼓以神圣意义，甚至把它当作“弥王”、“称



霸”的必备条件，甚至把它当作与神灵交通的手段，在各类重要活动如集会、

战争、祭祀和政治上都不可或缺，充分说明了铜鼓本身所具有的等级身份及其

特殊的意义。在铜鼓上面用斧钺作为纹饰，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或武器。

戈路波对于铜鼓上的一个图案——认作位于两人之间的地上，两人各执一

根饰有旗帜或羽毛的长棍，他们的动作是野蛮人在石臼里捣米的动作。紧接着，

他又说：“无法作出肯定的解释。”实际上，他的解释是有根据的，可以算作是

肯定的。只是“石臼”和“捣米”上值得进一步作出确切的说明。

南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掌握种植水稻的先进技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

址的田野考古，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既然发明了水稻的冲植业，粮食加工自

当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大事。

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述了稻谷加工的“舂堂”。

《全唐诗》中许浑的《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寺四首》记：“兰坞

寒先烧，禾堂晚并舂”自注云：“种兰多的坞中，先烧其地；人以木槽舂禾，谓

之禾堂”。这里明确指出是木臼，不是石臼。

南宋人的《清波杂志》引《南海录》，所记舂堂是用大木凿成船形的。

明代郭子章《黔记》：“获稻和桔收之，刳木作臼，长四五尺，曰椎塘，每

临炊，始取稻把入臼，手舂之，其声丁东，抑扬可听”。“椎塘”就是“舂堂”。

在木臼里面加工的先是稻把，然后才能在去壳后得到稻米。

总之，戈路波对铜鼓及东山青铜文化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

是他对于中国的史料，似乎掌握不够，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尚有不少可以商榷之

处；但他有许多论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他在铜鼓研究上确具相当的权威性。


